论航天工程研制中的试验—实践理性
                        冯国栋

（上海航天局，上海 201109）
摘要：航天工程研制，始终遵循着工程哲学的实践理性来进行，并基于自身实践产生了独特的认知结构，验证了行动对认知的阶梯叠加，完成了集体意图塑造，并调和了工程实践所面临的诸多“二律背反”问题，建立了基于“试验—实践”的工程实践哲学体系，推动了当代工程哲学在系统工程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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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工程哲学既来源于工程实践，也指导于工程实践，其唯有回归工程实践方能续显其生命与价值
。综观中国工程技术哲学的发展，也正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工大开展的“积木式机床”的规律研究，并开创了在工人、技术人员与哲学工作者之间互动式的研究范例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工程实践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航天工程作为当代最复杂的系统工程项目之一，云集了诸多伟大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近六十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巨大跨越，将人类探索的脚步从大气层内成功拓展到了浩瀚的外层空间，这其中无疑蕴藏着巨大的哲学宝藏。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论”就是此方面的有力探索
。本文旨在对航天工程研制实践尝试进行哲学层面的归纳，并阐述航天工程实践对当代工程哲学的启发价值。
二、航天工程研制实践的认知—行动结构
1、航天工程实践中“界定—模块—耦合”的认知结构
工程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区别，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表现为因目标导向的不同，所导致的认知结构差异。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科学发现的目标特性，决定了其认知结构呈现出：以理想假定状态下的公式结构与基于观察的实验式结构。而且由于不同学科自身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因不同学科间学术术语的引鉴套用所产生的库恩所提出的所谓“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工程哲学，则以物理实现和功能实现为目的，仰赖于对不同学科的整合与利用，其特性是跨学科、综合性与实践性，因此其内在逻辑更加仰赖基于共同目标下的分层分类合作。在航天型号研制中，如何实现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一个核心问题，由此产生了系统工程思维下的“界定—模块—耦合”认知模式。
在界定环节，必须基于严谨的系统设计理论，建立“总体—系统—单机—组件”四级网络。在总体层面，以总体功能目标实现为核心，区隔不同的系统，明确其边界范围及系统级功能要求。而在系统层面，则围绕本系统的功能要求，依托单机的组合与优化，确保领域目标的实现。而在单机层面和组件层面，更加注重具体的模块化产品，以及产品的构成要素，并确保其效用的发挥。
在模块环节，被界定的各个层面，形成以纵向为主的不同模块，这些模块相对独立的开展工作，并基于各学科自身的知识与理性，来进行相对独立的建构，从而避免了不同学科间的互相干扰。
在耦合环节，对各个模块进行总体集成，强化模块间的横向有序。鉴于不同模块不同的工程理念和设计要求，在此环节必须大量整合大量出现的横向层面的“背反”问题。如功能和重量的背反，创新性与可靠性的背反，质量与进度的背反等等。在此环节，往往由航天工程所特有的“总指挥——总设计师”这一二元决策层来解决。总指挥基于经费、进度的要求，总设计师基于功能目标、可靠性与寿命的要求，共同对诸多的工程领域的“背反”问题，进行价值优先次序的取舍，进而最终实现横向的一致性。

2、航天工程实践中行动对认知的阶梯叠加
简单的工程，往往遵循“设计—制造” 这一认知——行动二元要素链条行进。而航天工程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认知——行动”的简单分割无法支撑浩繁的工程实践。航天工程之所以命名为“研制”，就是将设计的“研”与制造的“制”进行阶梯式叠加。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航天工程的诸多领域其实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知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而工程化的要求，又决定了其不可能待所有问题都妥善解决之后，才进行生产制造。为此，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探索下，形成了独特的“方案—初样—正（试）样—定型”四阶段制。之所以在“方案”与“定型”之间创设了“初样”和“正（试）样”，就是构建研制阶梯，通过不断的“试验”（不同于纯粹科学探索中的“实验”），将认知段与行动段紧密叠加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发现问题来修正设计，解决所谓“经验盲”，实现相容与一致性。
三、航天工程管理中的哲学实践

1、航天工程实践的集体意图塑造
航天工程所调动的人力资源数以万计，隶属于不同的团队、机构与体制。以一发长征二号F火箭有十万个零件为例，如果是完全串联系统，在火箭零部件可靠性为0.99999的情况下，火箭的总体可靠性只有0.37，而这在航天发射任务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确保火箭的可靠性指标为0.97
，就必须对各系统、单机和组件的可靠性指标进行近乎苛刻与完美的设定。而如何协同数万人的参研人员，确保每个人所负责部分的可靠性指标都几近完美，这就离不开集体意图塑造的问题。这方面航天实践所给出的工具是“技术标准——三级审签——评审”三级模式。
技术标准是指包含概念、图纸和操作守则在内的技术规范
。它既是研制规律的总结，更是优化的工作指引。从其属性上来说，技术标准不仅仅仅是一种技术知识
，它更是一种工作规范，是工业部门对知识的提炼以及由此所明确的工作范式。
三级审签是指航天工程研制中对所有重要技术文件建立的“编制——校对——审核”制度。它实际上是为了保证所有技术文件均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所建立的“责任去错”机制，通过多岗位的多重审视，最大限度的避免因人为失误或认知理解偏差，导致的对技术标准的背离。
评审是航天工程研制中，对重大转阶段节点及重要技术文件所建立的技术决策与终极审查机制。他是为了确保高级专家能够介入到具体环节的把控之中，并对存在的疑点进行拍板决策。这客观上也是对“三级会签”的更高层面把关，确保“三级会签”机制不致因缺乏监督导致流于形式。
2、航天工程实践对“二律背反”现象的调和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二律背反”问题，而这一现象在航天工程实践中其实也普遍存在。不同专业、不同领域，基于各自的理性认知，最终在系统设计环节出现了因耦合所产生的“二律背反”。
（1）举例一。正题为：技术创新对功能提升的彰显，对产品可靠性的遮蔽；反题为：技术创新对产品可靠性的彰显，对功能提升的遮蔽。正题方的论断，主要是基于引入新产品，提高载荷能力考虑；但也由此产生了新产品因尚未经过充分的空间环境检验而可能在空间运行期间出现故障，降低正样产品可靠性的顾虑。而反题方的论断，主要是基于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可以增加飞行器设计寿命，使其更能适应空间复杂环境的考验；但也因此产生新技术与部分载荷的兼容问题，可能会对载荷功能发挥产生影响。

（2）举例二。正题为：地面试验对产品可靠性的彰显，对经济效益的遮蔽；反题为：地面试验对经济效益的彰显，对产品可靠性的遮蔽。正题方的论断，主要是基于通过大量、充分的地面试验，可以将有关设计问题在地面予以暴露，从而提高产品上天后的可靠性；但由此也产生了试验费用的亟高问题。反题方的论断，主要是基于地面试验相对于空间运行发现问题而导致产品故障而言，其成本是相对低廉的，但高强度的地面试验可能导致正样产品因试验疲劳而引发潜在问题，并在上天后予以触发，从而降低产品可靠性。

（3）举例三。正题为：冗余设计对产品可靠性的彰显，对产品性能的遮蔽；反题为：冗余设计对产品性能的彰显，对产品可靠性的遮蔽。正题方的论断，主要是基于冗余设计可以当载荷在空间出现故障时，由其备份载荷继续发挥效用，确保卫星有效运行；但也由此造成备份载荷占用了卫星的宝贵空间，导致有些载荷无法上星，降低了卫星的功能。反题方的论断，主要是基于冗余设计可以确保卫星的主要产品性能无论经历多么复杂的空间环境都能发挥作用；但由于过多的冗余，也引发了更多的质量问题概率，且可能产生相互的干扰，由此降低卫星的可靠性。

上述的此类“二律背反”现象在航天工程实践中还有很多。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航天工程实践中主要是通过“试验仿真——概率比较——系统优化”的路径来予以解决。试验仿真即是通过具体实物试验或现代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验证不同设计思路下航天器的综合情况。概率比较，主要是通过现代统计手段，分析不同试验情况下的问题概率及问题的严重性程度。系统优化，主要是通过前述问题概率的分析比较，权衡利弊，尽可能的采取系统优化设计来趋利避害。

3、“质量问题归零”对“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批判与整合
航天工程具有知识密集、资本密集、风险密集的显著特点，其高风险性是航天工程研制中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航天工业部门中，“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的训诫比比皆是，这使的对质量问题的重视几乎成为航天研制人员的一种信仰。面对暴露出的质量问题，航天工业部门探索出了独特的“质量问题归零”范式。
所谓“质量问题归零”，是指在质量问题出现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具体工作，确保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不再在其他型号中重复出现，其主要由“问题定位—机理分析—问题复现—纠正及验证—举一反三”五部分构成。问题定位就是要层层分析、分解到质量问题发生的部位，定位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单机、部件、零件、元器件、原材料或软件的某一运行状态，并明确问题原因分类和责任单位。所谓机理分析，就是要在理论分析结果和试验验证结果一致的基础上明确造成这一质量问题来源自哪些认识上或方法上的偏差。问题复现是为验证定位的准确性和机理分析的正确性，所进行的模拟试验，并对模拟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确保质量问题可以在试验中得到有效复现。纠正及验证就是要明确纠正措施，并在纠正措施采取后跟踪验证有关情况。举一反三就是根据质量问题的性质，在本单位的本型号范围内进行同类筛查，确保该质量问题不再其他领域出现。
（1）对“经验主义”的“运用”与“限制”。“经验主义”强调人类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先前的经验。在“质量问题归零”的问题定位环节，实践中往往是由设计人员根据对试验结果的判读，依据自身的经验，对引发问题的源头进行推测，这实际上是认可了“经验主义”的价值。但航天工程毕竟不能完全建立在研制人员“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质量问题归零”之所以设置了“机理分析——问题复现”环节，实际上就是将“经验主义”置于“逻辑主义”与“试验理性”的限制监督之下，以此对“经验主义”中可能存在的“个体性或群体性的经验认知偏差”进行衡量与修正。 

（2）对理性主义的“运用”与“验证”。“质量问题归零”实际上是认可了“先验主义”的存在，“问题定位——机理分析”两个环节往往存在着“经验主义”失灵的现象，尤其是对那些“超出现有知识和经验”的部分，这种“经验主义”失灵尤其明显，必须依靠“先验主义”来弥补。这种“先验主义”在“机理分析”的理论分析方面具有着重要的认知价值。但大量的实践，使得航天工业部门对纯粹理性主义实际上也秉持着怀疑的态度，往往将纯粹理性主义定位为“理论理性”。为了对“理论理性”进行验证，航天工程研制中尤其强调“试验验证”的作用。所谓“问题复现”实际上就是这种“试验理性”观所主导的。
（3）“经验主义—理论理性——试验验证”的三级构造。“质量问题归零”的前个环节“问题定位—机理分析”实际上是统合运用了经验和纯粹理性，因为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无疑具有快捷性的特点，对低层次或重复性质量问题的检验可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个体性的经验认知往往存在偏差，而且对于超过经验之外的技术认知类的质量问题，经验主义就无从着手，因此必须引入“理性主义”，来对“经验主义”进行弥补，但对纯粹依托理论计算的“理性主义”，航天工程实践中同样心怀疑虑，因此又在“质量问题归零”的第三个环节——“问题复现”环节引入了“试验验证”。从经验主义出发，搭上理论理性的中途客，最终再加入试验验证，实现从“理论理性”向“试验——实践理性”的跳跃，这构成了“质量问题归零”的完整认知路径。
4、航天产品定型对“教条主义”的吸收与承继
航天产品会产生浩繁的工程设计图纸，如果研制人员擅自对其中一份图纸中的一个环节进行修改，就有可能因系统“耦合”失序，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甚至导致项目失败。因此，在航天工程实践中，尤其重视“技术状态变更”及“产品定型”问题。
航天工程研制中强调，产品技术状态的变化对产品质量、可靠性、产品之间机械和电气接口的协调性、电磁兼容性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在技术状态基线建立后，为控制产品技术状态的更改而提出的任何更改建议（包括工程更改、偏离和超差）必须进行严格的论证、评定、协调、审批和实施活动，而且要求技术状态更改必须遵守“论证充分—各方认可—审批完备—落实到位”五项原则，确保技术状态更改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具备可追溯性。
产品定型则是以航天单机产品为重点，在经历环境适应性、极限能力与性能拉偏、寿命与可靠性三类试验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产品规范，经定型审查后，对产品数据包中的相关数据、文件进行固化，加盖定型标记，固定技术状态。
通过技术状态变更控制与产品定型，航天工程研制中实现了对技术图纸的固化，除非原设计本身存在巨大缺陷，否则原则上不会进行较大的变更，以求稳定产品质量、缩短研制周期，促进从研制向应用的转型。航天工程实践认可并挖掘了“教条主义”中的“稳定性”价值，强调新技术、新方案除非经过严格的论证设计和大量的试验验证（即新方案的举证义务），否则优先判断原方案更具合理性和经济性。应该认识到航天工程研制中所确定的“教条”，本身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理论计算和试验验证，是在耗费巨大财力、人力之后所确认的，可能不是最优化，但一定是合理。
5、空间环境伦理学对航天工程实践的影响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界定了“理性”的边界，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阐述了“理性”之外的“德性”。航天工程实践，虽然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但随着空间活动的大量增多，已经客观上构成了对空间环境利益的影响。截至2011年，空间碎片的总数已超过4千万个，并最终对空间活动产生了现实的威胁，2006年3月29日，俄罗斯通信卫星Express-AM11与空间碎片碰撞，导致失灵；2009年2月10日，美国移动通信卫星与俄罗斯报废卫星相撞，导致全毁；2013年5月，厄瓜多尔小卫星与俄罗斯火箭残骸碰撞，导致与地面失去联系……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空间碎片超过临界点，那将导致部分外层空间区域变成航天器的“死亡区”。如若发生这种情况，人类很有可能在今后数百年内无法再有效使用外层空间，直至这种碰撞产生的空间碎片最终落入大气燃烧消失
。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ee RolstonⅢ,1932-）提出“保护太空，既是太空进入到人类的实践与认识领域后因其客观的创造性价值对人类提出的要求，也是人类自身优良道德品质的价值要求与体现。德性论中的关护原则是对太空进行保护的理论基础。”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及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均对各国的空间活动从空间碎片防控的角度提出了要求，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准则，如：最大限度地降低剩存能源导致的任务分裂解体的可能性；限制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在任务结束后长期存在于低轨道区域等。各国的航天工程活动目前也基本上是遵照前述要求来推进，这客观上体现了人类的部分航天工程活动实际上已经实际纳入了空间伦理学的调控范畴。
四、航天工程实践对传统科技哲学的启发
当代工程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科技哲学以物理学为主的理论科学范式，朝向以多学科交叉应用为特征的工程实践范式延伸，这为正处于萌发阶段的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与机遇。综观人类航天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前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还是美国航天之父冯·布劳恩，亦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他们所创造的绝不仅仅只是物化的各类跨越时代的“高、新、尖”航天器，他们另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在所在国家分别建立了航天工程的哲学认知与方法体系，这种体系既有对传统科技哲学的借鉴，更有其新的、创造性的归纳。经过60年的蓬勃发展，这些哲学认知与方法体系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更在无数工程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推动下，得到了新的发展。
1、“试验—实践理性”带动了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跨越
传统的科技哲学，关注理想状态，质疑实验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一切从学术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推演，来阐述科技哲学内部的基础性、宏观性、本源性问题。而航天工程坚持工程的实践本位，超越了单纯的科学思维和学术思维，强调以工程思维来构建工程管理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工程研制中，在无数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通过痛苦的反思和理性的总结，建立起了自身独特的“试验—实践理性”。这里的“实践理性”，并非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所界定的意志与伦理德性范畴的概念，而是类似麦考米克所提出的，在特定情势下依靠运用理性来决定如何行动的概念。实践理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关注可能对实际运用产生影响的各类因素，以“造物”和“功能实现”为标尺，综合考虑了各种技术与非技术因素。同时，基于航天工程往往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为了提高其成功率，航天工程师们将“试验”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暴露问题、验证判断、检验成熟。这种试验不同于科学探索中的建立在理想状态下的“实验”，而是模拟真实应用环境的实用主义检验。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试验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大量运用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模拟仿真试验”。这种“试验理性”是“实践理性”在航天工程中的延伸与表现，两者互为一体，成为衡量任何工程设计合理性与正确性与否的唯一标准。“试验—实践理性”催生出一系列由宏观至微观的方法、理念、规范和操作规程，构成了航天工程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确保了航天工程目标能够从纸面变成实物，是一种来源于实践、指导于实践的实践哲学。而这也与当代著名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所倡导的“科学哲学不应脱节于科学实践，不应用语言哲学问题来取代真正在科学实践中遇到问题
”的观点不谋而合。
“试验—实践理性”是对“经验主义”、“纯粹逻辑主义”的整合与发展，它强调认知的来源具有广泛性，既可以是源自经验，也可以是逻辑理性，两者都是认知的重要来源。同时，“试验—实践理性”又充分认识到了“经验主义”与“纯粹逻辑主义”的内在局限性，强调这两种认知来源都存在着误差，必须进行相关的试验验证，以进行必要的证伪。这个证伪的过程将通过“方案—初样—正（试）样—定型”四阶段制的阶梯式叠加来完成。如通过的试验验证，即可着眼于实践运用，并在长期的运用实践中进行二次证伪。经过重重考验之后，即将通过技术状态控制与产品定型，将有关知识转化为技术标准或文件，形成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不得恣意更改和违反的“教条”，从而将知识与经验固化为严格执行的规范。对违反规范或遵守规范却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形，通过引入“质量问题归零”来进行纠偏。可以说，“试验—实践理性”构成了航天工程的哲学信条，支配着航天工程研制的每一个环节。
2、“系统—综合—构建思维”对传统科技哲学“单一—片面—批判思维”的跨越
传统的科技哲学，往往以流派划分研究视角，片面的强调科学的某个单一面，进而提炼出“狭隘化的问题”，对某一建构性的理论进行批判
，结果日渐流向后现代哲学的范畴。而作为巨系统的航天工程，传统科技哲学“单一—片面—批判思维“根本无法支撑作为工程系统的复杂性、专业的多元性和目标的构建性。在此背景下，航天工程以试验-实践理性为统领，摆脱单一化的视角，强调对不同领域的协同创新，并运用系统工程中综合集成的方法，在定性与定量层面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整合。而这种有效的整合，传统哲学流派中无论是逻辑分析学派、经验分析学派、历史分析学派都无法单独完成。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工程对后现代哲学的态度，虽然对其“相对主义”的内核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借鉴的，但从总体上是对其进行根本否定的，这也客观上导致了航天工程与当代西方主流哲学思潮似乎存在某种显著的背离。然而也需要指出，部分西方学者近来也主张的“向经验转向”，认为哲学应回归实践本源，这符合航天工程研制的基本哲学主张。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代工程哲学到底应该是向实践转向，还是继续滑入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孤立主义最终彻底与工程实践分道扬镳，这是科技哲学领域必须理清的一个重大哲学问题。
五、结论
“工程需要哲学，哲学要面向工程
。” 航天工程的实践，对缠绕哲学界多年的诸多哲学争论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验证的视角。同时，人类的航天工程实践，本身也孕育并体现了很多哲学思想。特别是航天工程研制所遵循的“试验—实践理性”，是钱学森系统工程论思想在实践中的发展与概括，其项下的“系统—综合—构建思维”对当代哲学流派的整合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是当代科技哲学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的研究。此外，航天事业的发展本身也面临着包括空间伦理学、航天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哲学问题需要解答。因此，如何搭建工程科学家——工程师——哲学研究学者合作的桥梁，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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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always follows the practical reason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 At the same time，aerospace engineering also sticks to its own practices and thus rusults in unique cognitive structure，which verifies the repeated resonance impact of action on cognitition. All above，as a result， successfully shape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reconciles many antinomies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Meanwhile，these also establishes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philosophy system based on experiment-practice and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 in the field of systemat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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